【宣评行动】

亲，你写信了吗？
——四月份的信息反馈

（一院林诗蓉，2012年4月27日）

上一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任课老师在课堂上播放了一则视频报道：2007年，三名企业家因为没收到资助学生的一封信、一个电话而“愿望落空”，停止了对三名大学生的资助。“孩子入学后，没给我来一封信，也没有电话。她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怎么样，我一概不知。”“企业并不是想从她们那里得到点什么，而是不想让愿望落空。”新闻一时间引起热议，有人指责大学生不“知恩图报”，有人提醒企业家真正的慈善本就应是“不求回报”的。
看完视频后我沉默良久，几分心虚，几许忧虑。心虚的是，我也是一名获过助学金的大学生，接受资助至今已有半年，跟新闻里的主人公一样，从没给慈善家写过一封信！忧虑的是，我们一直在说“感恩”，但其实，有多少人记得去感恩呢？我相信接受资助的学生都确确实实是心存感激的，但忙碌的生活、学习让我们忘记了去“化心意为行动”，没想过人家资助者久久收不到音讯是多么失望的心情。

学校关工网每年甚至每月都有慈善家、热心人士捐赠助学基金的报道，善举频传，申请助学金的学生更不少，但至今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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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动与资助者保持联系，定时汇报自身情况呢（我很想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学校关工委办公室曾在本人提交的二月份信息反馈文章加了编者按，大意如下：（林诗蓉同学）今天同时提交的所带动同学张旭涛评议文章提出“为何不把这些资金当做他们努力的报酬”的做法，正是学校关工委领导一直奉行的，要求关心助学金获得者担任学校关工网站宣评员，履行“五个一”职责，就是体现。鉴于许多受助者并没有履职，正准备今年的助学金扣除约1/4在一年后根据履职情况再发放呢！我想这里传播出的信息，应该引起所有助学金获得者的注意。
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有这样想法的学生不少，而且多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我表示理解，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肩头，心里也就多了几分顾虑和考量。想说的是，不要让穷苦磨灭你的自信和乐观，堂堂正正地抬头面对资助者说声“谢谢”，不是卑微，更不是乞怜。谢意，比起萦绕在心头千百回，还不如说出口让人欣慰来得受用。

关工网各位，如果你看了这篇文章，问一声：亲，你写信吗？

附录：湖北被取消受助资格贫困生:没写信不表示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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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湖北被取消受助资格贫困生:
没写信不表示冷漠

（长江商报，2007年8月24日）
█核心提示
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组织“金秋助学”活动，该市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对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年后，其中三分之二的贫困生未给资助者写信。今年暑假，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捐赠时，3名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停止了继续资助。
几天来，在舆论漩涡中的双方当事人一直保持沉默。
昨日，涉事的几位企业家和学生，首次接受采访，回应外界的众说纷纭，袒露内心世界。
昨日中午，襄樊重型机械厂宿舍，放暑假在家的王可(化名)，在自家简陋的阳台上，支起一张小桌子，给同院的两名小学生辅导暑假作业。
此前一天，这名18岁的 女大学生因媒体报道被卷入舆论的漩涡。
2006年夏天，家庭贫困的王可考上大学后，襄樊当地一位企业家资助了她1000元，并承诺连续资助4年。但如今，对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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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冷漠而没有感恩的心”，取消了对她的继续资助。
“今年上半年，因为自己的原因，我的确疏于与她联系，她的做法我也表示理解。”王可说。
“与企业家联系少，并不是我不懂得感恩，而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能回报社会才是最大的感恩。”面对连日来的舆论压力，王可首次向外界袒露心声。
此次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助的，还有另两名贫困学生。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说，自2005年开展企业家与贫困学生结对资助活动以来，共有5名贫困学生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助资格。
“结对资助”引发的事端

在今年8月中旬的金秋助学会上，一位女企业家生气地说：“我今天来了，但没有带钱，不是不愿资助，只是希望我所资助的学生能抽时间到公司去介绍一下学习情况！”
在周华玲看来，襄樊市总工会资助贫困大学生9年来，“一直都很顺利”。谁也没有料到，“结对资助”会成为诱发此次终止资助事件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贫困学生能得到更好的帮助，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现在弄得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了。”一直致力于贫困学生帮扶的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也很沮丧。
企业家首次反映这样的情况，是在2004年首次结对资助之后。一年后，又有企业家反映，资助学生一年了，学生没写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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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汇报自己在学校的情况，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2006年8月17日晚，襄樊市总工会再次举办“金秋助学会”。在这台以“感恩”为主题的联谊会上，总工会负责人专门提到学生要懂得感恩，并给每名学生和家长发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学生上学后能给企业家多写信、打电话。末了，组织者还用心良苦地安排了一个互动节目——让受资助学生到舞台上与演员一起学跳舞蹈《感恩的心》。
一位参加了这场联谊会的当地记者回忆，联谊会很感人，很多人甚至当场决定捐款。
然而，在今年的助学会之前，更多企业家反映，仍有学生一整年都没与她们联系。事情在今年8月中旬的金秋助学会上发展到了极端。
当天，一位女企业家在会场上生气地说：“我今天来了，但没有带钱，不是不愿资助，只是希望我所资助的学生能抽时间到公司去介绍一下学习情况！”
但此后，那名学生没有照这位企业家说的去办，这位企业家就转而资助了另一位新生。
周华玲说，此前的助学活动，大多是企业家捐助后，统一由总工会交到贫困学生手中，资助双方互不认识，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过。
周华玲从档案柜中取出几封收藏的信件说，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了9年，资助学生数百人，但给总工会写信表示感谢的也只

—5—
有寥寥几人，“甚至在助学活动上的一些发言稿，也是我们替学生代劳的”。
然而，本报记者在采访此次事件所涉及的几名学生家长时，他们都表示，这样结对的资助方式让人很难接受，“会让我们背上沉重的精神压力”。
涉事学生首次回应：“并不是我冷漠，只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王可说，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面对舆论压力，涉事学生一直保持沉默。22日，本报记者即奔赴襄樊。但直到23日上午，记者才辗转在襄樊重型机械厂宿舍找到其中一名涉事学生。在承诺化名后，王可才答应接受记者采访。
“没有给企业家写信，并不表示我冷漠，只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方式。我时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这也让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说话时，王可始终将头深埋，用手拨弄着自己的裙角，“我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工会也没有通知我”。
王可说，给小学生补习功课，一个暑假可以赚几百块钱，“够我几个月的生活费，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王可2006年考上大学，因父母双双下岗家庭困难，襄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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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将她确定为资助对象，当年获得1000元资助。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她在中秋节和春节期间，都给资助她的企业家发了短信表示感谢。今年春节期间，她还参加总工会组织的交流，向企业家汇报了入学半年的学习情况。
王可坦言，大一下学期因为自己的原因，的确疏于与那名企业家联系。期间，她给总工会写过一封一页纸的信。但本报记者在总工会没有查到那封信。
王可说，她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但并不认同写信或打电话向企业家汇报情况的做法，“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我们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王可的母亲李红云(化名)，目前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李说，她的职业不是没有爱心的人所能做的。女儿不善于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一家也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在女儿被资助的一年里，她经常查看 日历，逢节日就敦促女儿给对方打电话或发短信问候。今年母亲节，她还让女儿给对方发短信问候。
“但是，我考虑了一下，她也不是我的母亲，这样的问候似乎不合时宜。”王可说。
李红云说，因为资助的企业家是卖地板的，一年来，她开始关心起别人家的 装修，只要有熟人家要装修，她就让别人到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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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买地板，“虽然只做成了一笔生意，但我们心里一直感激着人家，并将永远记得对方的恩情”。
对于这次拒绝资助，李红云表示理解：“是不是资助我们，由企业家自己决定，也许有比我们更困难的学生，更值得资助。”李红云说，还是更愿意接受组织的资助，“当初知道是这种结对资助后，我就不太愿意接受，担心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总是觉得欠着别人什么”。
涉事的另一名女学生，现在全家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到外地赚钱，也是为了让孩子能健康地学习，保持自尊心”。这位母亲说，女儿杨敏(化名)一直很内向，不太愿意与人交流，即便在家，也不太爱说话。放暑假休息几天之后，家人就让她到外面去打工，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现在孩子知道这个事情后，伤心不已。
这位母亲说，她虽然理解企业家的做法，但不赞同企业家因此而让孩子背上如此大的精神压力。
爱心企业家心情复杂 “希望能继续做朋友，有困难还愿帮她”

马建先说，取消对杨敏的资助，她也有相当大的压力，思考再三才下定决心，“企业并不是想从她们那里得到点什么，而是不想让愿望落空”。
在去年8月的金秋助学会上，襄樊市白鹤实业公司书记、经理马建先资助了杨敏。当时约定，马每年资助1000元学费，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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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大学毕业。这一次，马建先和另两名女企业家拒绝继续提供资助。
面对网友的指责，三名企业家也始终保持沉默。昨日，经过本报记者反复沟通，马建先和孙秀锦才接受了采访。
马建先从事了多年助学活动，性格开朗的她动情地说，取消对杨敏的资助，她也有相当大的压力，“去年杨敏考上重庆大学时，全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杨敏父母都是环卫所临时工，“资助杨敏是出于对她父母的尊敬和同情”。
“但孩子入学后，没给我来一封信，也没有电话。她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怎么样，我一概不知。”马建先说，她只是想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有没有新的困难，完全出于一种母爱般的关心。“有段时间我晚上很晚才关机，害怕孩子下晚自习打电话来我接不到。”但遗憾的是，不仅上学期间，就连寒、暑假，她都没能得到杨敏的音讯。“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城区，离得并不远，寒暑假跟我们见个面的时间总是有的吧？孩子不懂事，家里的大人为何不教？这是做人起码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受助者连最起码的感恩都做不到，将来如何服务社会？如何能帮助和他们一样的贫困生？”马建先说，她思考再三，才决定停止对杨敏的资助，“企业并不是想从她们那里得到点什么，而是不想让愿望落空”。
马建先说，她所负责的公司本身有130多名困难职工需要安置，还有10多名残疾人，因此从经济上也难以抽出更多的钱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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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杨敏。
面对网友指责的“捐赠为图回报”、“企业失诚信”，马建先感到很无奈：“我不是不愿再资助她，只是希望给她一次挫折教育。”马建先说，作为一个集体企业的负责人，钱到底给了谁，资助者有知情权，“如果说我们企业家资助是要求回报，那不如和孩子签一个资助协议，要求他们毕业后到企业服务几年”。
另一位拒绝继续资助的是光锦建材公司吉象地板分公司总经理孙秀锦。孙说，她以前也资助过很多大学生，双方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有些至今还经常与她聊天，许多受资助的大学生在校参加献血、参加志愿者活动，让她很欣慰。“当然，我资助的孩子没有联系我，我也有责任，我应该主动关心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多资助者也没有做到。”
孙秀锦说，取消了对孩子的资助，她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担心孩子自尊心因此受到打击，希望孩子能正确面对，保持一种健康心态，顺利完成学业。“家庭贫困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一种阳光心态。如果能够沟通，我很希望能与这个孩子继续做朋友，孩子有困难我也还是愿意帮助她”。
慈善事业的尴尬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石人炳认为，采用一对一结对子资助模式，虽然让企业家容易接受，但不可避免地容易让捐助双方产生心理错位，容易诱导双方在慈善活动中的功利性。
襄樊贫困学生被终止资助，发生在这个“无根的慈善”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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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之时。昨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石人炳说，他一直关注着媒体及网上对此事的评论。学生方面，不感恩的做法确实不妥。俗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受助者得到他人帮助后，无论资助是多是少，都要怀有一颗感激之心，不仅要将爱心传递下去，还有必要以恰当的方式向资助人表示感谢。
对于学生的“失礼”，企业家也应有宽广的胸怀，不应过分计较，要从教育人的出发点去处理。
“此事不仅反映了贫困生的心理健康需要重视，还暴露了我们对学生的感恩教育不足，学校与家庭都应从小就培养孩子对父母、亲人、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种感激之情，感恩教育要渗透到整个教育过程中。”石教授说，良好的慈善活动需要一些良好的机制做保障，此事还折射出现行慈善捐助模式中的一些弊端。“工会作为一种专门维护工人权益的组织，更多的承担了救助困难职工和职工子弟的义务。采用一对一结对子资助模式虽然让企业家容易接受，但不可避免地容易出现捐助双方产生心理错位，容易诱导双方在慈善活动中的功利性”。
石人炳教授建议，学生要有一个阳光的心态，社会也更应有一种阳光的捐助机制，建立更科学的运行机制，比如更多的基金会、非政府慈善团体，以保障慈善事业健康良性发展。 
    （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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